目连故事在中国的演变及其文化分析
刘 杰

内容摘要：源于古印度的目连故事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三个主要演变阶段，演变的过程即目连故事的中国化过程，其中加入了诸如孝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内容，故事的载体则由佛经向变文、戏曲、宝卷等多种形式转变，佛道交融、市民思想兴盛等现象则是目连故事演变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目连故事  演变    文化分析
目连是佛教中的重要人物，生活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代，关于目连故事最早见于原始佛教典籍，主要有《增壹阿含经》、《法华经》、《阿弥陀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

在原始佛教经典中，主要由三个方面内容组成，首先，目连是由外道改信佛教的；其次目连以神通著名，《增壹阿含经》和《大智度论》中描述了目连的特点：“此大目犍连有大神足，乃能使此宫殿六返震动”
；再次，目连前世对母亲不孝顺，遭到业报，最后被一小群执杖梵志所杀。总体而言，佛教原典中的目连故事主要是宣扬佛法的神通广大和业力思想。目连故事进入中国文化环境后，不断发生着变化，或是移花接木，或是添枝加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因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目连故事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1、 魏晋南北朝——凸显佛道交融与孝道主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目连故事随着佛经翻译的盛行开始广为流行，在南朝梁僧旻、宝唱等编辑的《经律异相》50卷中，和目连故事相关的就有《目连为魔所娆》、《目连劝弟并示报处》、《目连伏菩萨慢》等约16种之多。

在众多与目连故事相关的佛经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为《佛说盂兰盆经》，此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宣传目连故事的代表性文本，经文讲述目连为救在饿鬼道中受惩罚的母亲，于七月十五日十方僧众自恣之际，为七世父母及现世父母厄难中者，作盂兰盆会。
在《佛说盂兰盆经》中，目连故事开始加入一些中国本土元素，有两点十分突出：

第一点是盂兰盆会故事与道教元素的结合。

盂兰盆会是目连故事中的一个重要叙事因素，有学者认为，梁以后佛教徒设盂兰盆会荐拔亡魂受到了具有浓厚道教气息的中元祭祖荐亡习俗和东汉三张的饭贤消灾之法影响。
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由此也反映了当时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相互影响。
同为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宗教，佛道二教关系十分复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道教是采取一种借鉴和融合为主的态度。佛经翻译所用的格义法，就多借用道家或者道教概念，尤其喜欢用《老子》和《庄子》中的义理比附佛经中的哲学玄论，如以《老子》的“损之又损”、《庄子》的“忘之又忘”比附佛学中的坐禅息念。可以说，在刚刚进入中国的一段时期内，佛教和道教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根据《后汉书》记载，甚至有将中国的“黄老”和印度的“浮屠”未加区别加以崇拜的现象。可见，无论是宗教理论还是宗教实践上，初期的佛教都采取了与中国本土道教相互融合为主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在目连故事中有所体现。

虽然不能完全说《佛说盂兰盆经》中盂兰盆会故事照搬了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题材，但是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故事受到道教的影响，反映出该时期佛道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是大致不差的。
第二点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佛说盂兰盆经》中包含的中国传统式的孝道思想是比较明显的，如目连救度父母的目的是报答养育之恩，经文中出现了“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报父母常养慈爱之恩”等文字。这些并不属于故事母体的思想主旨从何而来呢？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存在的思想文化背景，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尽管佛教传入中国时积极向本土文化靠拢，但是本土文化却不乏对佛教的批判和否定，代表本土核心文化的儒家态度最为激烈，伦理关系尤其是孝道问题是儒家攻击佛教的焦点，如范缜批评佛教“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认为佛教流毒甚广，使社会“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
面对这些指责，佛教在进行辩驳的同时，采取了一些积极手段与本土文化进行调和以期获得民众尤其是世俗政权的认可。
依靠武力夺取天下后的西晋王朝马上转而强调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之后的政权也大致如此，尽管当时政权更迭不断，武力冲突频繁，但“传礼来久”的呼声却一直连绵不断。为了适应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佛教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迎合措施。
康僧铠在译《无量寿经》时提到：“世间帝王人中独尊，皆由宿世积德所致……积善余庆，今为人遇生王室，自然尊贵。”
慧远也说：“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两段言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者是为了迎合世俗政权，后者是为了调和伦理纲常。两者共同体现佛教在调和本土文化中寻求发展空间的生存策略，《佛说盂兰盆经》中孝道因素的融入，正是佛教与儒家文化寻求同生共处的集中表现。

以上两点，前者属于道教作用力，后者属于儒家影响，可见《佛说盂兰盆经》是佛教故事中加入中国元素的产物，是目连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作品，反映出佛教汲取儒道思想并与之相互交融的文化背景。
2、 隋唐五代——孝道主题确定和中国化的完成
隋唐五代时期，目连故事大量出现在变文中，见收于《敦煌杂录》、《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等书的有：P. 2193《目连缘起》，S.2614、S.3704、P.2319、P.3485、P.3107、P.4988、京藏盈字76、京藏丽字85、京藏霜字89《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京藏成字96《目连变文》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和《目连变文》三种。
孟棨《本事诗》是较早提及目连变文的古代文献，其中提到张祜谒见白居易时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文何耶？”张祜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入冥情节受到了目连变文故事的影响，可见，目连变文在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另外一则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敦煌变文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卷末有“贞明七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写”和“张保达文书”字样，贞明为后梁末帝年号。
既作为典故被文人诗文引用，又有文士进行抄写，目连故事在中唐至五代期间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流传范围则由魏晋时期以僧众为主扩展到士人甚至普通民众了。
和《佛说盂兰盆经》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佛经相比，目连变文在故事情节方面的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连父母有了确切的姓名，目连也有了一个小名。

第二，详细交代了目连母亲受到惩罚的原因。
第三，形象具体地描写了地狱的惨状。

第四，强调了目连救母经历的曲折和复杂。
探究这些变化的原因首先当然应该考虑文体转换的因素，变文属于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故事性强的通俗文学，与深奥晦涩的佛经自然不同，追求情节的曲折性和完整性都是为了迎合听众需求的，即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言：“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当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些变化最终都应该归结到具体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来考察的。
目连变文在故事情节的变化，总体上是为了服从中国化孝道宣传目的的。之前的佛经中，目连的父母面貌不清，隋唐五代的变文当中，目连的父母都有了具体的姓名：拘离陀和青提，目连也有了一个小名——罗卜，这样，就构建了一个适合行孝的家庭关系和人伦环境。变文中的人物言行也明显体现了孝道主题，除了历经艰辛救母的目连外，值得注意的是世尊，在《目连缘起》中，原本脱离三界的世尊“奉劝座下弟子，孝顺学取目连”，甚至如数家珍地盛赞董永、郭巨、王祥等二十四孝子，俨然成为一个苦口婆心的孝道宣扬者。
无论是情节的变化还是思想主题的演变，都与唐代思想活跃、文化包容的社会特点息息相关。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虽然出现过会昌法难和韩愈、李翱等人对佛教的猛烈抨击，总体而言，唐代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文化政策，这为佛教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和发展契机，佛教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获得迅速发展，并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如果说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主动汲取中国本土文化的话，隋唐五代时期，稳定统一政治形势明显有别于以纷繁杂乱为特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文化对于佛教的影响力也更积极主动。统治者更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思想的需求出发，积极引导佛教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思想文化合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便是解决佛教与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分歧问题。唐太宗就曾“诏僧道致敬父母”，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引导佛教接受儒家的伦理观念。高宗也曾下诏：“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自今以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这无疑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强迫僧尼向父母行跪拜之礼，接受儒家的孝道观念。
至此，我们找到了目连故事在唐代发展演变的政治文化原因，可以说，目连故事在这一段时期的演变特点是与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背景相关的，统治者对于佛教趋儒化的引导政策，则直接导致了目连故事明确孝道主题，最终形成一个中国化的故事题材。
3、 宋元明清——孝道主题的延续与娱乐功能的强化

如果说魏晋至唐目连故事是在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的不断调整中发展的话，宋元以来，目连故事则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无论是叙事载体、叙事主体还是受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与之前主要依靠佛经或变文流传不同，宋代开始，目连故事大量出现在戏曲和宝卷等通俗文学样式之中。据《南村辍耕录》、《录鬼簿续编》等文献记载，戏曲有元明佚名作者所作的《目连入冥》、《目连救母》、《打青提》等，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记》卷帙繁浩，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深远、最具代表性的目连戏文。《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是早期以目连故事为题材的宝卷，郑振铎先生推断“这个宝卷为元末明初写本，写绘极精。”
之后，演说目连故事的宝卷十分流行，主要有《地藏王菩萨执掌幽冥宝卷》、《目连救母幽冥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等。
宋元以来，目连故事较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故事内容方面，目连的家庭关系日益复杂。魏晋南北朝时期，目连故事中的人物不多，即便是他的母亲，也是仅有身份没有姓氏，到隋唐五代时期，故事中的人物逐渐增多，且出现了一些东西参半特点的姓氏。宋元以来，目连的家庭成员不但增加，父母都有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傅相（或作傅湘）和刘青提（或作刘四贞），一些作品中还塑造了目连的其他亲属：祖父傅荣、妻子曹赛英以及丫鬟一类，甚至还有一个叫刘假（或作刘贾）的舅舅，人物关系越来越复杂，家庭成员越来越庞大。这样，目连终于由一位只身闯荡中国的外籍人员彻底变成一位亲友众多的本土人士。由来已久的孝道主题，则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延续。
其次，在宣扬孝道，劝人向善的同时，故事的世俗化与娱乐功能大大增强。
宋元以来，原本在庄严法会上宣讲的目连故事，成为大众娱乐场所经常上演的题材，《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买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交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
另外，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提到《目连救母劝善记》演出的盛况：“全不知音调，第效乞食瞽儿沿门叫唱耳。无奈愚民佞佛，凡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轰动村社。”
姑且不论评说者对目连戏的态度如何，以上文字均说明了目连戏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故事在勾栏瓦肆中演出，伴有形式各异的娱乐活动，与其说观众在接受传统的孝道思想，不如说观众在享受集体的狂欢。

可见，宋元明清时期，除了沿袭已有的孝道主题外，目连故事普遍为市井小民所接受，娱乐与教化并重，成为故事的一项主要功能。这一倾向是与宋元尤其是明清时期市民思想影响与俗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李泽厚称“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但已不是汉代艺术中的自然征服，不是那古代蛮勇力量的凯旋，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副副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路于世俗的真实。”
显然，目连故事在这一时期的演变，正是世俗社会及其代表的民众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总之，目连故事在中国的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和宋元明清时期，每个阶段在主体要素、思想内容、传播载体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故事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和文艺大众化普及而逐渐演变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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